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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地方公共服务均衡保障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党的二十大报告及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

都强调要“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 而如何更好地理顺多级政府间的财政管理关系,完善和做好激励设计,充分

发挥好“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两个积极性,对于保障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供给尤为重要。 本

文将从财政管理体制角度切入,对中国地方公共服务均衡保障的相关理论文献进行梳理。 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地方公共服

务供给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特别是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问题尤为突出;第二,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

府的晋升激励及财政支出结构等因素是导致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三,增加公共支出、提高转移支付、推进户

籍改革、鼓励政府购买服务等公共政策都有助于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状况;第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

优化设计等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措施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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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均衡性状况

各个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必然存在差异,中国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区域和城乡之间发展失

衡,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不断扩大[1] 。 一些学者探究了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区域差异及其收敛

性[2] ,发现总体上中部和西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两极分化现象[3] ,在少数民族地区尤甚[4] 。
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5] 。 也有学者从收益归宿的方面分析公共

服务供给差距[6] 。
在公共服务供给均衡性的具体测度方法上,大量研究强调通过构建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

来评价[7] 。 与此同时,地方公共服务支出也被广泛用于衡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8] 。 但是,近些年来也有学

者基于时空数据来分析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特征。 汪凡等[9] 利用教育兴趣点数据,研究了基本公共教育不均

等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 刘泽等[10]使用西藏地形和高程等自然地理数据、土地利用、路网、医疗设施及人

口数据,在 1 千米×1 千米栅格尺度精细化评价各级医疗设施的就医时间,统计不同就医时间段内覆盖的人

口比例,识别缺医区,并评价就近就医和就地就医方式下可达性的空间差异,为优化西藏医疗设施的配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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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建议。
在对这一类文献系统考察之后不难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的现状以及区域差

异”这个角度出发,较为准确地测度了区域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 但是既有研究更多基于现有的官方统计

数据和指标,因此在分析单元上基本停留在省区或地市层级。 近些年少数地理或区域经济的研究尝试从时

空大数据和空间视角切入分析,为这支文献的推进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在测度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衡

性时,公共服务的服务半径及距离因素也需要特别关注,因此考虑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不能单纯的从财政制度和政

策的角度,还应更多的从空间财政的角度来考察。 这也是这一支文献未来可以进一步推进的方向。

二、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制度性成因

许多学者从财政体制的角度探讨了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失衡的原因。 傅勇[11] 认为财政分权显著且可观

地降低了基础教育的质量,也减少了城市公用设施的供给,拉大了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 但是,卢
洪友等[12]认为财政分权自身并不是导致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与不均的原因,适度的收入分权增加了

地方政府的可支配力,有效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与均等化。 与此同时,绩效考核制度迫使地方官员为

经济增长展开了晋升锦标赛,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也是造成支出偏向扭曲等问题的重要原

因[13] 。 在“以 GDP 为纲”的目标下,虽然财税激励无疑构成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政府官员自然

也关心其在“官场”升迁的机遇,而这种激励在现实中可能更为重要[14] 。 这种绩效考核激励导致地方财政

支出存在结构性偏向[15] ,由于科教文卫投资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16] ,在既定的财政分权框架下 GDP
导向的绩效考核晋升激励导致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一直严重失衡[17] 。 在财政领域具体体现为,财政支出偏向

生产性领域,忽视教育和医疗等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供给[18-20] 。
与此同时,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性偏向特征在地区之间也存在异质性。 晋升激励引起的民生性公共服务

质量偏低现象在贫困地区更加明显。 贫困地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以竞相改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为首

选,牺牲了福利性民生性公共服务质量,这进一步导致了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不均[18,21] 。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

陈思霞和卢盛峰[19]研究的支持,他们基于“省直管县”自然实验的研究发现,分权引致的“重基建、轻民生性

公共服务”的支出倾向在贫困地区更为明显。 事实上,公共服务的经济价值常常被忽视,公共服务在学区房

租金、城市规模、劳动力流向、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教育公平、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旅游等方面也影响

经济发展。 在这种支出结构下,地区公共服务供给难以为继,更没有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的空间[22-27] 。
此外,也有研究试图从其他角度来解释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原因[28] 。 有文献认为财政压力对地区公共

服务均衡供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9] 。 周黎安和陈祎[30] 实证研究发现,在财政压力的作用下税费改革在

长期内降低了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利于促进地区公共服务发展。 也有文献强调政府信息化对促进公共服务

均衡供给的作用。 张铠麟等[31] 提出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政府信息化顶层设计,构建可持续的协同公共服

务,以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衡发展。
由此可见,既有研究强调了财政分权体制、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地方政府财力差异等因素在地方公共服

务供给失衡中的影响。 事实上,各级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也承担着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支

出责任。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地方政府承担着主要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但是受限于与事权不匹配的薄弱

财力及“重生产轻民生”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依然存在整体水平低下、供需结构错配、地
方政府供给动力不足等问题。 未来的研究中,从政府间财政管理体制优化设计视角切入,从财力保障、事权

调整及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关系完善等方面系统性地针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影响效应进行评估分析

和针对性政策的优化设计是一个继续拓展研究的方向。

三、公共政策与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保障

通常而言,增加公共支出可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从而改善居民福利[32-33] 。 但是 Tanzi[34]研究表明,增
加公共支出并不会自动提高公共福利。 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公共支出效率也经常是低效的[35-36] 。 与此同时,如
果将财政补贴也看做一种形式的支出,那么实行普惠制的老年和幼儿照护补贴将有利于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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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体系的融合[37] 。 即这些文献关注了公共支出政策在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中的作用逻辑。
与此同时,转移支付政策也被视为是解决公共服务均衡供给的重要途径[38] 。 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单纯

依靠转移支付无法永久根治这一顽疾[39] ;同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动人” 被发现比“动钱” 更有效

率[40] 。 目前大多数研究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在于财政体系,如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匹配、转移支付

体系等[41] 。 而另外一种思路在于,允许居民平等享受城市优质的公共服务[42] 。 同样的逻辑也得到夏怡然

和陆铭[24]的支持,他们指出城市化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但城市化的关键在于人的城市化,只
有破除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才能够富有效率地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孙红玲等[43] 认为让人口随劳动

力迁徙到哪里就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这样发挥市场机制“用脚投票”作用推进人的城镇化,就能解决

差距拉大、市场分割、产能过剩和生态环境等问题。
近些年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市场化、社会化供给模式受到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44] ,并已经成为促

进公共服务均衡供给的一种新思路。 尽管政府购买同样面临需求方缺陷和供给方缺陷两大挑战,加之政府

难以成为“精明的买家” [45] ,但是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仍是弥补政府行政资源限制、官僚体制局

限性、促进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46] 。 而尹栾玉[47] 认为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

发展的新要求,迫切需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从“粗放供给”向“精准供给”
转变;从“单一主体”向“协同供给”转变。 蔡长昆[48] 则认为一旦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制度安排被高权力开放

程度、高产权体系完备程度、丰富的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制度环境所包绕,其制度绩效会更

高。 上述文献建议进一步细分公共服务责任,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方法缓解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压力,促进

公共服务供给均衡。 然而,近些年公共服务市场化带来的债务问题愈发严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来提供

公共服务的模式暗含大量风险,不利于财政可持续性[49-50] 。
此外,公共服务感知与公共服务均衡供给的关系也受到了学界关注[51] 。 一些研究发现,适度的公众参

与能够改善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感知的积极影响[52-53] 。 公共服务感知绩效是基于服务

过程的无形性、易逝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等特点而进行的测评[54] 。 周绍杰等[55] 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

数据的研究发现,民生客观发展水平与主观满意度之间存在“反差”现象。 同样一些研究指出,当前公共服

务研究尚未与实现公共价值、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目标相符[56] ,一些公共服务与公众偏好的匹配并不理想,
公众满意度不高[57] 。 同时,公共服务感知绩效并非完全取决于实际供给,非服务性因素对公众公共服务评

价的影响效应甚至大于实际绩效[58] 。 对此,Swindell 和 Kelly[59] 证实公民满意度和公共服务绩效存在较高

的方向一致性与模糊的数量一致性。
从现有文献的研究现状看,学者们广泛关注了如增加公共支出、提高转移支付、户籍改革、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市场化和增强居民公共服务感知等政策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影响。 然而,这些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

处。 尽管增加公共支出被认为能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但由于公共支出效率低下,常常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转移支付政策虽然在理论上可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但实际效果有限,单靠转移支付难以解决公共服务

不均衡问题,需结合地方政府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关于户籍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

面,缺乏具体政策操作路径。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模式虽有助于弥补政府资源不足,但市场化操作中

存在需求与供给方缺陷及财政风险。 提升居民公共服务感知的研究表明公众参与能改善感知效果,但需构

建全面评估和反馈机制。 未来研究应在这些领域深入剖析政策的具体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从优化公共支

出管理、改进转移支付政策、推动户籍改革、推进市场化操作及提升居民感知等方面,构建更完善的公共服

务供给保障体系,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能。

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公共服务供给保障

根据公共服务供给理论,辖区政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辖区内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与偏好次序,
因而在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中具有中央政府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60-61] 。 Oates[62] 认为,较中央政府而言,地方

政府拥有信息优势,更了解地区居民需求和公共服务提供成本,由地方政府更多承担公共服务提供职能可

以更好改进公共服务提供效率。 因此在多级政府管理下,通过一种分权化管理模式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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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效率。
近些年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可以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缓解公共服务发展失衡和

区域差异[63-64] 。 高秋明和杜创[65]也发现分权式的财政体制能够影响市县关于财政责任的划分,在财政责任

上达成共识可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推行。 但是,陈抗等[66] 指出,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可以带来地方

财力的增加,不过这或者能够促进民生支出的增加,即带来“援助之手”,或者助长地方重基建、轻民生的倾

向,即带来“攫取之手”。 实证研究究竟在哪个方向上占据主导并无定论。 此外,以民生支出占县级财政支

出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陈思霞和卢盛峰[19]发现,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增强了县级财政能力,却导致民生项目

占支出的比重下降。 而伏润民等[67]指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是影响国民收入水平差异的直接因素。 他

们在分析现行财政体制难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向均等化收敛的基础上,聚焦对广义国民收入影响突出的义

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两大基本公共服务,突破现行事权划分和公共服务的财政供给制度限制。
与此同时,财政管理体制中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的作用历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转移支付是增进公共

服务均衡供给、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财税政策[68] 。 许多学者讨论了转移支付制度是否对地方政

府公共服务支出行为产生激励[69] ,由于转移支付存在“价格效应”,通过转移支付提供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

更低,这将刺激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出现“粘蝇纸”效应[70-71] 。 同时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有

效地触及了低收入群体,具有很好的瞄准效果[72-73] 。 傅勇[11]认为中央政府的向下转移支付促进了非经济性

公共物品的供给,在基础教育方面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但是郭庆旺和贾俊雪[74]的研究表明中央财政

转移支付有助于中国省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但抑制了其发展;促进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服务发

展,但加剧了其省份差异;对公共基础教育服务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缪小林等[75] 认为无论中央一般性转移

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均显著地抑制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缩小,要谨防这类转移支付风险“陷进”。 楼继

伟[76]表示,要根据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清理和压缩现有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

模。 但是宋小宁等[77]的实证结果表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极其微弱。 卢洪友等[12]

及尹振东和汤玉刚[78]研究发现专项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取决于转移支付分配规则是“扶弱”还是“奖优”,
以及经济发展的阶段。 可见,虽然转移支付被公认为是促进公共服务均衡供给的有效方法,但对一般转移

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使用未能达成一致看法。
现有关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公共服务供给保障的文献在多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研究普遍

肯定了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信息优势,认为分权化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学者

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缓解区域间的发展

不平衡。 同样,研究也探讨了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对地方财力和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揭示了这一体制可能

带来的“双刃剑”效应,即既可能促进民生支出增加,也可能导致重基建、轻民生的倾向。 二是,关于均衡性

转移支付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富成果。 文献普遍认可转移支付在促进公共服务均衡供给方面的重要性,通过

分析发现转移支付具有“价格效应”,可以刺激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 此外,研究还指出,转移支付具有较

好的瞄准效果,能够有效触及低收入群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标。 然而,尽管已有

文献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关于财政省直管县体制的效果,实证研究结果并

不一致,说明这一领域需要更多的实证分析以明确其具体影响机制。 二是,关于转移支付的研究,多数集中

于其激励效应和均等化效果,但对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具体政策效果,尚未达成一致看法。
此外,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单一政策工具的作用,缺乏系统性评估,未能全面揭示财政管理体制中财权分

配、支出责任划分及纵向、横向转移支付的综合影响。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系统性地评估不同政策工具的综

合效果,通过构建更为完善的财政管理体制,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公平性。 这不仅需要更多的实证

分析和政策试验,还需在理论框架上进行深入探讨,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更为坚实的科学依据。

五、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财政管理体制与中国地方公共服务均衡保障的相关文献,揭示了地方公共服务供给

的现状与特征、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制度性成因、公共政策在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中的作用,以及财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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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改革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初步达成的共识性研究发现上来看,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其一,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特别是在教育、医疗领域,公共服务供给的

不均衡问题尤为突出。 其二,财政分权体制、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及财政支出结构等因素是导致地方公共

服务供给失衡的重要原因。 其三,增加公共支出、提高转移支付、推进户籍改革、鼓励政府购买服务等公共

政策都有助于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状况。 但公共支出的效率、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在不同区域的适用性

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和评估。 其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优化设计等财政管理体制

改革措施,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具有显著影响。 合理设计和优化财政管理体制可以有效

提升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其五,公众参与和公共服务感知绩效是评价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指标,提高

公众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感知绩效,需要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和反馈,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国际比较研

究也可以为中国在公共服务均衡供给方面的改革和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前沿创新的角度进一步深化财政管理体制与地方公共服务均衡保障的研究:
第一,多源数据融合与精准测度。 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多源数据(如政府财务数据、居民满意度调查数

据、卫星遥感数据等),构建更加全面和精准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评价体系。 通过大数据技术和机器学习算

法,实时监控和分析不同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情况,识别供给不足和过剩的具体区域和服务类型,提出针对

性的政策建议。
第二,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财政激励机制设计。 借助行为经济学理论,探讨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

的行为动机和决策机制。 通过实验经济学方法,分析不同财政激励措施(如绩效考核、财政奖励等)对地方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行为的影响,设计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地方政府主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第三,区域协同发展与公共服务共享机制,即探索区域协同发展下的公共服务共享机制。 研究城市群

内部不同城市间公共服务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通过构建跨区域的公共服务合作平台,提升公共服务资源的

利用效率,减小区域间公共服务供给差异。 此研究可以借鉴国际上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成功经验,为中国

不同区域公共服务的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第四,人工智能与智能化服务供给。 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应用,利用自然语言处理

和机器学习技术,开发智能化的公共服务咨询与反馈系统,提升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和精准度。 同时,智能

化服务供给还可以应用于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满足不同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第五,公众参与和服务感知的动态评估。 重视公众参与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构建动态的公众参与机

制和服务感知评估体系。 通过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实时收集公众对公共服务的反馈意见,分析公众对

不同服务项目的需求和满意度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公共服务供给策略,提升服务质量和公众满意度。
第六,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多维度效应评估。 从多维度评估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

综合效应。 不仅关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总量变化,还要分析改革对不同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保

等)的具体影响,以及对不同社会群体(如农村和城市居民、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等)的分配效应。 通过

多维度评估,全面把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际效果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展望,可以为实现地方公共服务的均衡供给提供更加科学和系统的理论支持和实证依

据。 这些研究不仅能够揭示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深层次问题,还可以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

解决方案,推动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持续改进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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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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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equalization
 

supply
 

of
 

local
 

public
 

services
 

has
 

been
 

increasingly
 

concern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e
 

report
 

of
 

the
 

Partys
  

20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also
 

stressed
 

the
 

need
 

to
 

“enhance
 

the
 

equalizat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How
 

to
 

better
 

straighten
 

out
 

the
 

fiscal
 

management
 

system
 

among
 

multi-level
 

governmen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two
 

positivity
 

of
 

“ superior
 

government”
 

and
 

“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ensuring
 

the
 

equalizat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scal
 

management
 

system,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literature
 

on
 

the
 

equalization
 

supply
 

of
 

local
 

public
 

services
 

in
 

China
 

was
 

sorted
 

out.
 

It
 

find
 

that,
 

firstly,
 

significant
 

regional
 

and
 

urban - rural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supply
 

of
 

local
 

public
 

services
 

in
 

China,
 

with
 

the
 

imbalance
 

in
 

the
 

supply
 

of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being
 

particularly
 

prominent.
 

Secondly,
 

factors
 

including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local
 

governments '
 

promotion
 

incentives
 

an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are
 

major
 

causes
 

for
 

the
 

imbalance
 

in
 

local
 

public
 

service
 

supply.
 

Thirdly,
 

public
 

policies
 

like
 

increasing
 

public
 

expenditures,
 

enhancing
 

transfer
 

payments,
 

promot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and
 

encouraging
 

government
 

service
 

procurement
 

a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supply
 

of
 

local
 

public
 

services.
 

Finally,
 

reform
 

measures
 

of
 

the
 

fiscal
 

management
 

system,
 

such
 

as
 

the
 

division
 

of
 

affairs
 

rights
 

and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optimized
 

design
 

of
 

inter - 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have
 

a
 

remarkable
 

impact
 

on
 

the
 

balance
 

and
 

accessibility
 

of
 

local
 

public
 

service
 

supply.
Keywords:

             

fiscal
 

management
 

system;
 

public
 

service
 

suppl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omotion
 

inc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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